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关系的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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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元分析技术为手段，探讨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间的关系问题，分析相关边界条件的调节效应。研究样本来源于97项国内外研究的108个独立样本（n=35344），且符合元分析标准。结果发现：整体上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呈中等程度相关关系（r=0.68）；基于员工个人特质因素，两者关系强度在性别、任职年限及学历上会呈现细微差别；而在行业、文化背景条件下，差异较大，服务行业员工、中国情境下关系较强。此结果提供了量化的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的关系估计，研究为今后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向，在提升组织竞争软实力方面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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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要求优化经济增长结构，发展创新驱动要素，聚焦组织领域，新常态带来的是企业间竞争领域的扩张，弱化了业绩指标评价作用的同时更加强调人力资本的竞争优势。因此在帮助员工完成本职工作之余重视员工自主性的发挥，积极引导其职务外行为与组织目标一致，强化其内部人身份认知，有效提升员工非任务绩效成为企业日常工作的重点。组织认同作为衡量认知视角下员工与组织间归属感及一致性程度的重要变量（Ashforth & Mael，1989）[1]，在组织中表现出高认同感的员工相对的也更具合作性、团队性，组织公民行为越明显，对绩效具有影响作用（Duke rich ，2002）[2]。因而将组织认同作为解释变量，探讨其对非任务绩效的影响作用，可以帮助企业适应新常态，形成人力资本竞争领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受到关注，组织认同相关理论历经三十多年，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基础、内涵、维度等各个方面对组织认同进行了分析界定，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大量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定性的理论描述还是量化的实证分析都将组织认同视为组织公民行为、角色外绩效、关系绩效的前因变量，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Bergami&Bagozzi，2000[3]；Raymond，2011[4]；黎光明、周国华，2012[5]等)，即使结论不一致，关系强度或高或低，却是进行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关系问题元分析的前提条件和原始素材。
在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的相关关系上，国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早在2005年，Riketta[6]就以96 篇与组织认同理论相关的研究文献为样本进行了元分析方法处理，证明组织认同对工作满意度、角色外行为、工作参与等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其元分析得出的结论为组织认同和角色外行为的相关系数达0.35（k=25,n=6644）。而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仍处于定性分析和研究假设阶段，且实证类的文献集中于组织认同与组织公民行为以及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明确提出认同与关系绩效、周边绩效、角色外绩效的关系研究很少，或将其作为绩效的维度之一进行分析，遑论对已有成果进行元分析。Riketta的研究出于2005年，之后国内外均没有相关元分析成果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献量进一步加大，对已有结论会产生一定影响，虽然研究样本总量达96篇，但用于组织认同与角色外绩效分析的样本只有25例，样本量较少，且只以英文文献为研究对象。针对上述不足，本文为保证原始文献的完整性，根据Jiwan Jyoti Maini和Bhawdeep Singh（2012）[7]的研究，将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绩效、角色外绩效/行为，周边绩效统称为非任务绩效，在此基础上结合最新中英文实证研究成果对组织认同和非任务绩效的关系进行元分析，探讨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解释预测作用，同时将员工个人特质、行业背景、文化背景纳入边界条件，深入分析上述边界条件对组织认同和非任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1  研究综述与理论假设
1.1 研究综述

1.1.1  组织认同的概念及测量
组织认同涵于社会认同理论框架体系，是组织行为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重要变量。关于组织认同的定义，目前没有一致的定论，结合已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视角：一是基于认知视角，以Ashforth和Mael（1992）[8]为代表，其认为组织认同是员工根据自己的职位、责任等因素表现出与其相匹配的思维、行为方式，将自我归属于某个群体的一种知觉，一旦归类成功便产生认同感，且不一定有关于情感。这也是目前中外学者较为认可且引用频次较高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台湾学者徐玮伶和郑伯埙（2002）[9]这样定义：组织认同是对自我进行定义的过程和结果，个体在归属组织的过程中将自我概念和组织认定相结合，并形成分类效果。二是基于情感视角，代表学者0’Reilly 和Chatman（1984）[10]，他们认为个体对情感的需要是组织认同产生的基础，继而产生了与组织保持一致性关系的期望。三是基于社会学视角，提出综合性的定义。如Riketta (2005) 建议从三个角度来定义，即组织认同是“个体把自己和组织视为一体的自我认定（社会学角度）；个体认知并内化组织价值观的结果（认知角度）；个体对组织在归属感、自豪感等方面的情感归依（情感角度）”，此外，王彦斌（2001）[11]也提出组织认同是指个体在行为与观念等方面与组织相一致，认为自己与组织间不仅是契约和责任关系，还有情感上的归属与依赖，并在此心理基础上产生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上述定义虽表述不一，但可以看出组织认同会影响成员对其与组织关系的界定，继而会出现不同效果的绩效行为表现。
基于组织认同的测量，国外主要有Mael的组织认同量表和Chenney的组织认同问卷，前者的量表是单维度的，共有包括“我非常关心别人如何看待我的组织”在内的6个题项，后者涵盖Patchen（1970）[12]提出的组织认同的三个维度，即成员资格、忠诚度和相似性，共25个题项。国内发展较为成熟的是王彦斌（2004）[13]开发的量表，将组织认同划分为生存性、归属性和成功性组织认同三个维度，开发的量表共13个题项，如“总是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各种岗位技能培训”，因是在中国情境下开发出的，适用于国内研究。本文研究的是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间的解释作用，因而将组织认同和各项非任务绩效视为单维度变量，不再做进一步的子维度划分。
1.1.2  非任务绩效的内涵范畴
1993年，Borman和Motowidlo[14]首次提出要将职务绩效划分为任务绩效（task performance）和关系绩效/周边绩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任务绩效是指那些直接与工作效率相关的生产性或支持性活动，关系绩效的主要表现是对组织的社会和心理环境等方面的支持性行为，进一步可划分为人际促进(Interpersonal Facilitation)和工作奉献(Job Dedication)两个维度（赵红梅，2007）[15]。早期的非任务绩效（non-task performance）的概念指的就是关系绩效，它不直接作用于组织的核心生产活动，与职位的变更不存在强联系，以动机和非任务变量为主要诱发因素（Borman，2010）[16]。可见，非任务绩效与关系绩效的内涵具有极大的重合和一致性，可以将二者相统一。
向前延伸到非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理论基础，即组织公民行为(OCB)，其最早由Organ(1983) [17]提出，并将其定义为职务外行为，主要表现为帮助同事和对组织的责任感，之后其认为他所定义的OCB与关系绩效有相同之处，在1997年对OCB进行了重新定义，强调了组织认同维持并增强组织社会和心理环境的作用[18]，将OCB和关系绩效的联系加以肯定。此外，与之相联系的又一概念为角色外绩效（ERB），这一变量源自Van Dyne等[19]人提出的两维度角色动态模型，该模型形成了四种具体的ERB，他们的定义是超出现有角色期望的，员工自发性的，做出有益于或期望有益于组织整体的行为，其中就包含了OCB变量。综上所述，为了保证本次研究来源文献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将关系绩效、周边绩效、组织公民行为、角色外绩效、非任务绩效这些提法不同但内涵极为相似的变量统归于非任务绩效的内涵范畴，作为单一结果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探讨。
1.2 理论假设

1.2.1  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影响的整体效应
目前对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变量间关系进行探讨的文献成果较多，在假设提出、构建模型及实证研究类文献中，大多数学者认为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作用是正向的，高组织认同会带来相应的高绩效。早在1978年Tajfel[20] 就提出高认同者将自己视为组织的一部分，并期望与组织的关系紧密化，加强内部合作，容易形成去个人化及内团体偏私行为。在此基础上，Jackson和Smith（1999）[21]认为当个体对组织产生高认同时，会将自我概念提升到群体水平，认为与组织相互依存，对组织产生积极主动地情感，而组织公民行为受个体想法和感受的影响。在近些年的实证研究中，Raymond (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度越高，表现出的组织公民行为也会越多，进而提升绩效。Rachel E. Kane (2012) [22] 研究了组织认同和社区认同分别对角色外行为和社会化行为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基本将将组织认同作为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处理，如李枫（2009）[23]将组织认同作为心理契约和组织公民行为间的中介变量，结果显示组织认同和OC间呈现强相关关系。张若勇和刘新梅（2009）[24]等人选取银行的一线人员为调查对象，将组织认同作为调节变量，分析服务氛围和角色外绩效的关系，得到的组织认同和ERB间的相关系数为正，且达到显著水平。近年直接研究组织认同和绩效关系的文献也出现不少，为进一步验证两者关系提供了依据，如王帮俊和杨东涛（2004）[25]就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对象专门研究了其组织认同对绩效的影响，其中关系绩效作为工作绩效的子维度，提出组织认同对绩效产生正向着作用的假设并得到验证。
在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的关系上，虽然大部分研究表明二者呈正相关关系，但也存在分歧。王彦斌(2005) [26]的研究表明组织公民行为与组织认同的各要素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Yan Liu和Raymond Loi（2011）的结果显示两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0.04，基本不存在相关[27]，随后，Géraldine Marique（2012）[28]研究组织认同在组织支持感和工作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所得到的组织认同和角色外绩效的相关系数同样为0.04，未达显著水平。造成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样本特征、研究方法的适用性等各个方面，正因出现上述研究结果的差异，对组织认同和非任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整合荟萃分析，探究样本特征要素这些边界条件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十分必要。
综合整体实证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员工具有高的组织认同代表其对组织有较深入的了解且评价较高，那么与组织间的情感联系就越密切，在日常中就会以组织利益为重，投入高度的工作热情，也就会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产生非任务绩效。因而提出假设1：整体上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1.2.2  边界条件对组织认同与工作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从样本特征差异因要素出发，本文将员工个人特质、行业背景、文化背景纳入边界条件，研究其对组织认同与工作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1）员工个人特质。员工个人特质涵盖性别、年龄、学历、任职年限、职位、教育背景等各个方面，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组织员工的绩效认定（Boman，1993）[29]。罗迪（2011）[30]认为工作时间的长短及任职年限对组织认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显著。泰国学者柳素莉（2012）[31]的结论是员工在学历、年龄、和教育背景上的差异会显著影响其组织公民行为。据此，提出假设2（a）：基于不同性别的员工，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2（b）：员工任职年限的长短会影响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的关系，工作时间长的员工其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预测效果更好。
2（c）：员工的学历背景不同，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学历相对较高员工预测效果更好。

2（d）：相对于普通员工来说，管理者的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预测效果更好。

（2）行业背景。在组织层面，由于经营的产品和服务不同，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性质的岗位都会有各自相对侧重的企业文化和职能要求，在员工组织认同度高低方面的重视程度自然存在差别，这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能够帮助其进一步明确员工绩效的激励因素，从而针对性制定激发措施，达成共赢。从搜集到的元分析来源文献来看，涉及金融、教育、建筑等众多行业，在此将其划分为服务业和非服务业两类，而与其他行业特别是与制造行业相比，服务业经营的产品具有特殊性，其生产和消费是同步进行的，在生产的同时进行消费，要求员工发挥极大的工作热情，和顾客进行频繁的人际互动，提升其满意度（苏磊，2015）[32]。在这样的情境下要想获取更好地非任务绩效表现，对员工主动性的发挥，对组织认同感的要求也许更高。由此，提出假设3：对从业于服务行业的员工而言，其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影响大于其他行业。
（3）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可以体现出某类群体的自我意识、价值观以及认知行为法则（张旭，2013）[33]。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组织内部员工对自我属性的认定及与组织关系的认知呈现差异，进而对员工的组织认同和非任务绩效带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情感、讲仁义、奉献精神、集体主义等都被视为极其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因而更加重视与组织间关系的建立与维护，更愿意以组织成员的身份进行角色定位，对组织的归属感越强烈，就越能刺激其对组织的忠诚感，从而表现出更好的绩效行为。而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讲求个性自由和个人的能力成就，较少强调情感，严格的制度协议、公平的报酬是其主要追求，在团体协作上也强调通过努力完成分内的事来保持与他人或部门的步调一致，因此组织认同对员工非任务绩效的影响应该较弱。据此，提出假设4：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影响受到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影响力更强。

2 研究方法

元分析的目的在于综合现有成果，对相同课题的多个研究进行综合分析，以扩大样本容量的方式来减少随机误差产生的差异，从而使检验效能增强（王家良，2006）[34]。因此纳入样本的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元分析结果。为保证样本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制定严格的检索和纳入准则，力求分析结果具有可靠性。

2.1  文献检索与筛选
文献的检索分为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两部分。中文文献来源于CNKI数据库，首先在篇名或摘要或关键词搜索条件下以“组织认同”分别和“绩效”、“组织公民行为”“角色外行为”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到423个结果。按照以下原则进行提取：（1）筛选出以各类企业组织的员工为调查对象的文献，以自发性的社会组织、大学生为样本的文献不纳入研究，删除纯理论性质的如综述、会议纪要、案例分析等非实证类文献；（2）组织认同须是单一变量，进行了完整明确的测量，不包含类似变量或某一子维度的替代；（3）非任务绩效只能是员工个体层次的，不包含组织层次，且有完整的测量工具或作为绩效子维度出现，不包括只有非任务绩效下的某一维度（如利他行为、建言行为等）；（4）本文以相关系数r作为效应值，因此研究中必须报告两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用结构方程模型、回归系数分析等方法得到的系数不作为效应值纳入研究。结果得到符合标准的55篇中文文献纳入样本。英文文献数据来源于EBSCO、Web of Science、Emerald、SpringerLink数据库，以“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或“group identity”分别和“non-task performance”、 “contextual performance”、“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以及“extra-role behavior”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按照上述筛选原则，删除与中文重复文献、规范类文献和与研究主题不符的文献，共得到42篇英文文献纳入研究样本。最终本文以97项中外研究产生的108个独立样本的效应值作为元分析依据，此次分析共包含了35344名被试人员，分布于金融、教育、医疗、建筑、制造等各个行业，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2.2  文献的录入与编码
筛选出纳入研究的文献后要对文献信息进行整理，根据Hedges（1985）等[35]人的研究，将统计信息分为效应值和样本描述两类进行编码。效应值类别包含样本容量和相关系数r，以独立样本为单位进行编码，某些研究会有多个独立样本则分别进行编码，在相关系数r方面，遵循整体相关优先的原则，若没有报告整体相关，只报告了组织认同和非任务绩效各维度的相关系数，则取各维度相关的平均值作为效应值。样本描述类别涵盖作者、题目、样本个人特质（性别、任职年限、学历背景、职位）、组织行业类型及文化背景等信息，以便于分析这些边界条件的调节效应。在相关性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中，每个调节变量所需信息需进行重新编码，由于某些样本没有提到相关调节变量，有些样本又报告了不止一个相关，因而会出现调节效应的样本总数与整体样本数不一致的情况出现。

2.3统计分析

本文利用元分析统计软件Revman 5.0为分析工具，Revman可以自行计算每个研究的相对危险度（risk ratio）和95%的置信区间以及所有研究的合并效应值。在导入效应值之前，一般用费雪公式FisherZ = 0.5 * Log((1 + r) / (1 − r)), FisherZSE = 1 / (Sqr(n − 3)), CorrSE = (1 −r ^ 2) * FisherZSE对初始效应值相关系数r进行Fisher's Z转换，计算相应的标准误，然后利用新的效应值和标准误进行相关合并统计分析和同质性检验（张辉华，2011）[36]。同质性检验即Q 检验，服从自由度为k-1的卡方分布，其中k为效应值总数，如果Q检验结果显著则说明存在异质性，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Hedges，1998）[37]，以防止小样本权重估计过低或大样本权重估高的现象，从而使结论更为保守可信。此外，同质性检验还为是否需要进行调节变量效应分析提供了判断依据。
3 研究结果

3.1  效应值分布与同质性检验
图1是体现效应值分布情况的漏斗图，横轴是经转化过的效应值，纵轴是其相应的标准误，从图中可以看出，效应值的分布较为集中，大多数聚集在漏斗图的顶部，且靠近平均效应值，只有少数个别研究较为偏离，因此，本次研究纳入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出版偏倚存在的可能性较小，元分析结果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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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效应值分布漏斗图
为了检验样本是否存在异质性，对其进行Q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结果表明研究间存在异质性，且I2值为95%，说明异质性部分在效应值总变异中占得比重为95%，而随机误差部分只占5%，因此异质性水平显著（Higgins，2003）[38]。Tau2值为0.06 这说明用于权重计算的变异占6%。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且有对调节变量效应做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表1 同质性检验结果(Q检验)
	模型
	k
	异质性
	Tau2

	
	
	Q值
	df(Q)
	P值
	I2
	Tau2
	SE
	方差
	Tau

	随机效应
	108
	2165.87
	107
	<0.001
	95%
	0.06
	0.020
	<0.001
	0.245


3.2  整体效应检验
表2反映的是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影响的整体效应，总体样本来自97项实证文献研究，共产生108个独立样本，被试人员总数为35344。由Q检验结果，为增加结果的可靠性选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表2 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整体效应分析

	模型
	研究数
	k
	总样本量
	效应值及95%置信区间
	双尾检验

	
	
	
	
	点估计
	下限
	上限
	Z值
	P值

	随机效应
	97
	108
	35344
	0.68
	0.64
	0.71
	16.04
	<0.001


表2结果显示，组织认同和非任务绩效的整体相关为0.68，根据科恩的研究结论，效应值低于或等于0.2为相关性较弱，效应值在0.21到0.79之间为中等强度相关，高于0.8则属于强相关(Cohen，1988) [39]，因而组织认同和非任务绩效之间呈中等程度相关关系，且达显著水平，假设1得到验证。
3.3  边界条件调节效应检验

Q检验结果显示存在调节变量在组织认同和非任务绩效的关系上发挥作用，本文从员工个人特质、行业背景、文化背景三大边界条件入手，检验相关因素的调节效应，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 边界条件对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关系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
变量
	类别
	k
	样本量
	效应值及95%置信区间
	Z值
	Q值
	I2
	Tau2

	
	
	
	
	点估计
	下限
	上限
	
	
	
	

	员工
个人
特质
	性别
	男性
	99
	16415
	0.68
	0.64
	0.71
	14.54
	1065.42
	91%
	0.06

	
	
	女性
	97
	15386
	0.67
	0.64
	0.71
	14.60
	997.88
	90%
	0.06

	
	任职
年限
	5年
以下
	34
	8253
	0.77
	0.72
	0.81
	8.75
	228.46
	86%
	0.03

	
	
	5年及以上
	33
	3682
	0.76
	0.72
	0.81
	8.89
	84.24
	62%
	0.02

	
	学历
背景
	本科
以下
	55
	7648
	0.73
	0.69
	0.79
	8.94
	378.87
	86%
	0.05

	
	
	本科及以上
	57
	12028
	0.74
	0.70
	0.78
	10.87
	488.85
	89%
	0.04

	
	岗位
性质
	管理
人员
	44
	6110
	0.71
	0.66
	0.78
	7.60
	444.06
	90%
	0.07

	
	
	普通
员工
	47
	9066
	0.71
	0.66
	0.76
	9.88
	495.48
	91%
	0.05

	行业
背景
	服务业
	65
	18389
	0.74
	0.69
	0.79
	11.73
	1332.31
	95%
	0.07

	
	非服
务业
	23
	6411
	0.67
	0.63
	0.72
	8.33
	146.44
	85%
	0.02

	文化
背景
	中国
背景
	63
	21934
	0.73
	0.69
	0.77
	48.60
	1058.50
	94%
	0.05

	
	外国
背景
	45
	13462
	0.61
	0.56
	0.66
	12.34
	915.26
	95%
	0.07


由表3可知：（1）基于性别因素，男性员工和女性员工在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影响（0.68:0.67）上存在差异，假设2（a）得到验证，在男性员工群体中关系较强，但差异不明显。（2）任职年限的长短会影响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关系（0.77:0.76），但并不是任职年限越长，关系越强，假设2（b）得到部分验证。（3）学历背景会影响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预测效应，高学历下关系性更强（0.74:0.73），假设2（c）得到验证。（4）针对不同岗位性质的员工，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的关系相同（0.71:0.71），不存在差异，假设2（d）没有得到支持。（5）相对于其他性质的企业，服务业员工在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关系上的预测效应更好（0.74:0.67），验证了假设3。（6）中国背景下，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影响力更强（0.73:0.61），假设4获得验证。
4 总结与讨论
立足于中外研究结果，对组织内员工的组织认同与其非任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量化的综述性分析。本研究结果为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间存在中等强度相关关系（r=0.68,k=108,n=35344）。在排除中国背景样本之后，本研究得到的外国文化背景下的相关系数为0.61，明显高于Riketta 2005年r=0.35的元分析结果。原因可能在于样本因素和经济环境两方面，Riketta的研究较早，且样本量相对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研究成果增多，发展更为成熟，样本更具代表性；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愈加激烈的同时也造成竞争态势的转变，如更加重视组织的人力资本等文化软实力，因而更加强调组织认同对绩效的影响。从整体上看，虽然相关系数值存在差异，但都验证了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间的相关性，进一步证明组织认同是提升非任务绩效的有效变量，这一结论可以为今后国内学术领域进一步完善相关方面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在组织层面也为其有效提升员工非任务绩效提供了一条相对有效的路径。
根据元分析结果，在员工个人特质这一边界条件下，组织认同与关系绩效的关系程度在某些特征（性别、学历、任职年限）要素下存在细微差异，但都不明显。在性别方面，男性员工在工作中受到的晋升、培训、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女性，往往注意力更加集中于能较快实现个人目标的任务绩效上，因此让他们表现出一定的非任务绩效需要更高程度的组织认同，因而导致在男性员工中，两者的关系略强。在学历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相对于教育水平较低的员工而言，在共同追求基本的物质利益的同时，可能还关注个人价值体现，企业文化氛围、与组织的融合度等各个方面，这些也较容易影响他们在组织内部的公民表现，因而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预测较强。在任职期限方面，任职年限较短的员工与组织的融合度、一致性还不够强，容易产生离职倾向，但对组织的新鲜感也较强，组织认同感会更容易激发其主动融入组织、发挥自主性的意愿，相对于老员工反而具有更强的预测性。本研究没有验证出在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类别下的差异，可能由于样本间的界限不明显，管理者在管束下属的同时也受上级监督，导致分析结果呈现无差异，也有可能确实不存在差异性。当然此结论针对的是研究中的大多数，不排除个例存在。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在样本的选择上基本上可以忽略个人特质异质性对二者关系造成的影响，而在样本的数量和代表性上加大投入力度，或在个人特质方面做更加严格细致的分类，进一步验证其对组织认同和非任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看差异是否更加显著。在实践领域，对男性、学历较高、刚入职的员工而言，通过提升组织认同度来提高其非任务绩效的措施相对而言更有效。
元分析结果还显示，就行业类别而言，服务业员工与非服务业员工在组织认同和非任务绩效关系程度上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这是由行业的特殊性造成的，对服务业员工而言，非任务绩效的多数内涵是与任务绩效重叠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绩效总评价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服务性行业组织，其内部对非任务绩效的评价体系更加完善，非任务绩效的实现基本意味着员工要有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高的情绪智力、对组织十分认可及具有较高的组织认同。而其他非服务性行业，重复性、明确性的岗位要求相对较多，对组织认同和非任务绩效的关注也相对较低。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都以服务行业为背景，如医院护士（S. H. Chen，2013）[40]、电话中心接线员（Jurgen，2006）[41]、教师（Oliver，2003）[42]等，因而在今后的实证分析中，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要充分考虑到行业背景要素，这对研究结论会有较大影响。
元分析结果同样表明，组织认同与非任务绩效的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文化背景下表现出的关系性更强，说明在国内企业组织内部，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就目前相关研究成熟度而言，其成果丰富性与研究重要性没有达到同一个高度，原因在于起步较晚，理论创新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充分利用中国情境背景优势，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选择等方面拓宽广度。此外，为检验出版偏倚问题，漏斗图结果也较好的证明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来自97项研究共108个独立样本同样达到元分析要求，本次研究结论在学术领域和组织实践领域都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未来在组织认同和非任务绩效关系上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强化：（1）聚焦于组织认同对非任务绩效的主效应研究，探索影响路径模型，而不仅仅将其作为中介或调节变量，研发更适用于中国国情、信度更高的相关量表。（2）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职责的两变量间的关系加以区分比较，为各类型行业组织提供针对性的建议。（3）研究组织认同与工作绩效整体、各类型绩效以及各类型绩效子维度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4）探讨更多的边界因素，如测量工具、研究方法、个性特征、企业文化等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以补充完善本文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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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Non-task Performance 

Du Pengcheng1  Ding Mengru1  Gong miaoyu1  Wang Chengcheng2
(1.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a-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Non-task Performan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108 independent samples in 97 studies based on the responses of 35344 participants met the criteria for inclusion in the meta-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d a medium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non-task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employee personal traits, like gender, tenure and education, the correlation had a little difference; while the bigger difference existed in the industry and culture background ,the employee in services and China had a higher correlation. It provided a more representative correlation ,can also provide some advice on the future study and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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